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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下，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以色列5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其政策手段和目的的特点与差异，以期为完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提供政策指引。分析结果表明：5个国家和地区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均存在过溢现象，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在创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环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纵使是同一环节中运用的政策工具类型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生产试验阶段运用的政策工具都最为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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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and innovation value chain,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policy means and objectiv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y choosing fiv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research object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South Korea and Israel, 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policy of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pply-based policy tool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in fiv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overflowing, and the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are not enough; in each link of the value chain of innovation, the emphasi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different links is different, even though the types of policy tools used in the same link are also quite different, but the policy tool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test stage are most sca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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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知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强，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情况。为了加快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进程，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保障人、财、物和技术的供给，以及通过政府的扶持减少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阻碍，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主要以经济发展需要以及企业吸收和开发技术的能力为依据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政策工具是政策分析中在工具理性层面上的发展与深化，是政策分析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是将政策目标变为具体行动从而达到预期结果的手段。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涉及创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创新价值链讨论的是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价值的问题，可被用来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性政策目标。因此，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以色列5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将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比较分析中，即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使用了哪种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的哪些环节有关两个方面，来剖析这5个国家和地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特点及其异同点，从而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2  文献综述
美国拥有健全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李晓慧等［1］指出美国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采取为大学提供科研经费、金融支持、财税优惠、开展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和开展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美国在科技成果产权归属、收入分配制度、中介机构、人才培养及激励政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对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3］；美国还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建立科技园区等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4］；鼓励研究机构和大学创建或派生高技术企业、设立奖项也有效地推动了美国科技成果转化［5］；罗冠男［6］指出美国政府通过科技政策和立法推动了优先转化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序列，其中特别是新型交通工具。也有学者研究了日本和英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王学睿［7］分析了日本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李晓慧等［8］指出英国通过改革政府科技管理机构，设立技术创新中心，发挥BTG的中介服务作用，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大学开展合作研究，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学者对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做了相关研究，如，陈兰杰［9］指出美国通过政府立法、设立专门机构和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孙卫等［10］指出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校企合作和风险投资等措施也促进了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常非等［11］指出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循环体系还得益于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和知识产权。还有学者对其他国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了研究，如，陈兰杰［9］指出德国通过投入资金兴办科技园区和专项投资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日本通过制定法律、成立大学技术转让机构、开展产学研促高校进科技成果转化；杨哲等［12］指出韩国在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运营产学研合作基金会提高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基本政策工具被普遍用于政策分析中。目前，基于此政策工具的政策分析主要有区域创新政策、风能政策、人才政策、新能源产业政策、低碳政策以及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政策［13-18］。也有学者将政策工具和价值链运用到政策分析中，如，刘江涛［19］通过构建基本政策工具、产业价值链二维空间框架，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政策工具选择、组织和构建中存在的问题；马江娜等［20-21］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政策工具设计、搭配及构建中存在的问题；谢青等［17］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两大维度分析创新政策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知，我国学者对于国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而且比较多关注美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本文基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视角，通过比较分析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以色列5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剖析其在政策工具选择和创新价值链环节方面存在的异同点，进而借鉴相关经验。
3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分析框架
政策分析离不开工具性的视角，政府通过政策工具的设计、选择与应用而实现创新政策的目标。政策工具的使用显示了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却并未体现其政策目的，而且，同一政策工具可以被用来实现不同的政策目的，因此，需要结合政策使用了哪种政策工具和政策工具所作用的转化阶段即创新价值链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3.1  X维度：政策工具
林德布洛姆等[22]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政策工具。政策工具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于政策工具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政策工具作用于科技活动具有不同的方式，可依此将政策工具分为不同的类别。Hoppmann等［23］根据科技活动特点和科技政策作用领域，将政策工具分为战略层、综合层和基本层3类政策工具。Phaal等［24］依据政策干预程度的强弱，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政策工具。
本文借鉴Rothwell等［25］的研究成果，将基本政策工具，即需求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作为国际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比较分析的维度，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分析框架（如图1），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特点和规律。

图1  政策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

这种分类方式从工具与措施角度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了降维处理，能够明显地聚合维度内效度和显著地区分维度间效度，同时具有较强的目标针对性与内容指导性。这3类政策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分别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1）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直接扩大对人、财、物和技术等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要素的供给，进而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表现为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推动力。主要包括人才培养、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支持、公共服务和培训等。
（2）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和贸易管制等措施刺激市场，降低市场风险，改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不稳定的状况，主要体现为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拉动力。可细分为政府采购、服务外包、贸易管制和海外机构等。
（3）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财政政策和法制规制等政策环境，从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因素，主要体现为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间接影响力。可细分为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法规管制、知识产权、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等。
总体来看，供给型政策工具直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直接拉动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型政策工具间接影响科技成果转化。
3.2  Y维度：创新价值链
20世纪末在学术界兴起创新价值链（innovationvalue chain，IVC）的新概念，它是技术创新理论与价值链理论的结合[26]。创新价值链是指在获取创新源后，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活动，将其转化为新产品，并实现商业化与产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系列相互独立、相互关联的创新主体链接起来，提升技术开发价值，实现创新价值[27]。
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本文将创新价值链分为研究开发、生产试验、商业化与产业化三大环节[28-30]。
（1）研究开发。这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指通过一系列知识创新、科研等活动取得实验成果。
（2）生产试验。该阶段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部分，处于研究开发的实验室生产和批量生产之间，对研究开发阶段获得的成果进行再研究，以达到推广的要求［2］。
（3）商业化与产业化。该阶段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环节，将经过研究开发和生产试验所获得的新工艺运用于生产盈利过程中，进而发展新兴产业［3］。
政策工具对创新价值链的作用关系如图2所示。


图2政策工具对创新价值链的作用关系

3.3  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论述的政策工具及创新价值链，构建本文政策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图3改正：纵坐标旁边的标目标识不清，且字的方向应为自相而上连读（请参照我刊规范）

图3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4  国际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比较分析
通过制定政策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以色列5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样本国家和地区），分析其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总结其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环节选择的特点和内容，并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工具于创新价值链的作用
	工具类型
	工具内容
	创新价值链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以色列

	供给型
	资金投入
	研究开发
	√
	√
	√
	√
	√

	
	
	生产试验
	
	
	
	
	

	
	
	商业化与产业化
	
	
	
	
	

	
	人才培养
	研究开发
	√
	
	
	
	√

	
	
	生产试验
	√
	
	
	
	

	
	
	商业化与产业化
	
	
	
	
	√

	
	信息支持
	研究开发
	
	
	
	
	√

	
	
	生产试验
	
	
	
	
	

	
	
	商业化与产业化
	√
	√
	
	√
	√

	
	基础设施建设
	研究开发
	
	
	√
	
	

	
	
	生产试验
	
	
	
	
	

	
	
	商业化与产业化
	√
	
	
	
	

	需求型
	国防采购
	研究开发
	
	
	
	
	

	
	
	生产试验
	
	
	
	
	

	
	
	商业化与产业化
	
	√
	
	
	

	环境型
	法规管制
	研究开发
	√
	√
	
	
	√

	
	
	生产试验
	
	
	
	
	

	
	
	商业化与产业化
	
	
	√
	√
	

	
	税收优惠
	研究开发
	√
	
	√
	√
	

	
	
	生产试验
	
	
	√
	√
	

	
	
	商业化与产业化
	√
	√
	
	√
	

	
	金融支持
	研究开发
	
	
	
	
	

	
	
	生产试验
	
	
	
	
	

	
	
	商业化与产业化
	√
	
	
	
	√

	
	知识产权保护 
	研究开发
	√
	
	
	
	

	
	
	生产试验
	
	
	
	
	

	
	
	商业化与产业化
	
	
	√
	
	



从表1可知，按照基本政策工具进行分类归纳，各样本国家和地区都分别采用了需求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但是3种政策工具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总体上来看，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更倾向于选择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则相对较少，而且同种政策工具的具体选择也不一样。再从价值链环节进一步分析，多数政策工具被应用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开发阶段，其次是在商业化与产业化阶段，在生产试验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最少，同时每个国家和地区在同一环节运用的政策工具也不尽相同。具体分析如下：
（1）研究开发阶段。这一阶段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初始阶段，资金投入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在这一阶段，各样本国家和地区均运用了资金投入这一供给型政策工具，但聚焦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其中，美国和日本注重于基础研究，欧盟和韩国注重于对企业的资金投入。美国为大学提供了充足的科研经费，而且所有经费中都包括一定比例的成果转化费用［4］。日本不断加大对新兴、交叉领域最为前沿技术的投入，并重新调整各项科技投入经费的优先顺序，重点投资人类基因组后续研究、流行疾病研究、泛在网络社会研究和下一代机器人等8个领域［5］。欧盟为提高中小企业的科研竞争力成立了专门的创新基金，同时设立专门投资计划，为从事高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提供从几千万元到几十亿元不等的资金。例如，法国国防部为促进国防技术转化，制定“中小企业国防协定计划”，通过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对前端研究的投资，进而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发展；韩国政府对企业研发给予研发经费50%〜90%的无偿财政补助支持，同时还设立了科学技术振兴基金、产业基础基金、产业技术开发基金和中小企业创业基金等支持特定部门的技术开发活动；以色列也非常重视研究开发工作，全国研发投入占国家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4%。
同时，在研究开发阶段，涉及到的供给型政策工具还包括人才培养、信息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美国和以色列运用人才培养政策工具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开发阶段输送优秀人才，而且两国都比较注重高端人才的培养，但形式有所不同［10］。美国主要是设置奖励和制定人才计划，专门设立了“美国青年科学家与工程师总统奖”，培养科学工程优秀人才；制定青年研究员计划，培养青年博士研究人员，为研究开发输送优秀人才［11］。以色列主要是对高等教育的高比例投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稳定在8%〜12%，其国内的科学家、工程师及在校大学生的人力资源极其丰富；同时，以色列也比较重视科技信息支持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作用［13］。
此外，在研究开发阶段，各样本国家和地区都未运用需求型政策工具，部分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规管制、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顺利开展。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欧盟的《欧洲小企业宪章》和以色列的《工业研究与发展促进法》，突出体现了这3个国家和地区在法规管制方面的重视程度。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手段，美国、日本和韩国都重视从经济角度激励科技成果转化，如美国的《R&D减税修正法案》、日本的《促进基础技术研究税则》［14］，以及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税金减免制度和新技术开发产品免征特别消费税制度等。美国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制定了《拜杜法案》，规定在美国联邦政府经费支持下完成的研究成果由联邦所有转为单位所有，联邦政府保留对科技成果优先使用的权力。
（2）生产试验阶段。研究开发后获得的实验成果将投入到生产试验阶段，此阶段各样本国家和地区运用的政策工具比较少。美国运用了人才培养这一供给型政策工具，日本和韩国运用了税收优惠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此阶段，美国政府对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建立高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大学工程研究中心来促进高层次人才的发展；日本制定了增加试验研究费税额扣除制度；韩国制定了研究实验用设备投资税金减免或折旧制度，和实验研究用样品免征特别消费税制度［15］。
（3）商业化与产业化阶段。此阶段涉及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包括人才培养、信息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所有样本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以色列运用了人才培养这一政策工具。以色列政府为鼓励人力资源开发制定了一系列人才政策，规定由外企出资90%建立的研究基地其法人税为10%，同时本地技术人员可获得补贴［16］。除日本外，其他4个样本国家和地区都运用了信息支持这一政策工具。美国通过加强科技成果服务机构建设，提高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美国最具权威的科技成果信息服务机构——美国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发挥计算机网络平台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桥梁服务功能，将具有应用价值和转化价值的科技成果信息及时推介给企业等需求者，同时帮助企业寻求科技人才。欧盟运用信息支持这一政策工具解决中小企业无法进入国防领域的难题，其多个成员国主动公开非敏感国防需求信息，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防建设，例如法国依据采购的金额等级，将发布媒体分为地方、全国和欧盟3个层次。韩国政府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研究开发信息中心承载着建设超高速国家信息通信网的项目，致力于建立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信息数据库和信息流通体制，在科技信息的流通服务和综合服务管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以色列已建成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系，并且配套有效的管理服务模式，融入到了不同科技领域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
同时，在商业化与产业化阶段，国防采购这一需求型政策工具也经常被运用。欧盟改革采办流程，完善国防采购政策，为中小企业进入国防供应链扫清障碍，通过需求拉动推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例如，法国通过修订采购过程减少中小企业获得国防订单的障碍，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监督部长级指令的执行情况；同时，国防部为中小企业保留了10%的采办计划，通过加强联系和提供机会，确保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军品科研项目。
此外，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商业化与产业化，法规管制、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4种环境型政策工具都得到普遍运用。日本制定了《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简称TLO 法），通过技术许可机构使大学等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能有效地向民间企业转让。韩国制定了《科技转化促进法案》，赋予公立高校独立法人资格，高校可以直接通过知识产权运营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17］。美国税收政策除了针对研究开发阶段外，美国政府对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也给予享受税收优惠的待遇。韩国制定了新技术推广所需资产投资税金减免或折旧制度和技术转让收入法人税减免制度。法国制定国防科研税收减免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美国和以色列都运用了金融支持的政策工具。美国政府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提供贷款担保、信用及风险担保和低息贷款等，通过为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以色列是全球风投资金聚集度最高的国家，全国风险投资基金总额逾100亿美元，人均创业风险投资额世界最高，政府引导风险投资基金对“种子期”项目进行投资［31］。日本大学在国家的引导下重视与企业共同申请国家项目和进行知识产权转移，大多数国立大学都设立了知识产权转移机构，通常由常务副校长兼任知识产权转移机构的负责人。
5  结论与展望
将创新价值链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分析中，有利于帮助我们分析并证明同一政策工具的多种使用目的。总体上看，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存在过溢现象，其中，又以资金投入和法规管制工具使用最为频繁；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处于劣势地位，许多行之有效的需求型政策工具未被采用，除政府采购外，还可以通过贸易管制和服务外包等手段降低市场风险。具体而言，美国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比较丰富，但缺少需求性政策工具；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工具选择比较相似；欧盟运用了国防采购政策工具，是唯一运用了需求性政策工具的地区，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其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比较单一。从创新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环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同一环节运用的政策工具类型也不同。其中，美国、日本和以色列在研究开发阶段运用的政策工具比在商业化与产业化阶段运用得多，而欧盟和韩国运用的政策工具情况则刚好相反，但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均在运用于生成试验阶段的政策工具最为缺乏。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将不同的政策工具同时且均衡地应用于不同价值链环节，本文的比较分析为政策制定者在面临不同价值链环节时该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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